说赛先生在中国这些年
周沁如（工商管理类）
赛先生，即science，科学的别称，它最早被推倒台前的时间实际上比共产党正式成立更早。1919年，赛先生携朋友德先生（democracy，即民主）一起从远渡重洋过海而来，是受了陈独秀先生的热情邀请和接待。作为《新青年》的创始人，陈独秀代表杂志慷慨激昂地宣誓，德先生和赛先生是新思潮的两大理想，是现代文明的两大目标。“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就这样，两个充满人性化的启蒙先生便在九十余年前的中国诞生了，他们在风雨如晦的暗夜里为国人点亮了耀眼的灯塔，照亮人们前行的目标和方向。他们对未来中国带来的影响极其深远，几乎成了新文明理想的代名词。
“凡此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唯科学。”陈独秀对赛先生的呼唤，如同春雷初动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影响如日中天，不仅在五四期间吸引了大批有识之士的目光，更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了准备，在思想文化界为随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树立起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的形象。如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对赛先生就有着别样的深情，只不过这番深情并非仅从陈独秀而起，而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离不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本人就是横跨各领域的天才，对地质学、考古学、生物学、化学、农学、农业化学、数学都做了相当多的研究；同时也像列宁所言，“自然科学方面的种种新发现，如镭、中子、元素转化等，不管资产阶级哲学家们那些就腐朽的威信主义学说怎样说，却灿烂地证实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可以说，正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近代自然科学的理解和宣传，加以五四运动时期对赛先生的大声疾呼，奠定了赛先生在中国这些年的扎实理论基础和历史背景。
当然，德先生和赛先生也不是一开始就享尽荣贵。五四后期，陈独秀的思想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先驱和民主旗手，终于与他曾经无限崇尚的德先生说拜拜了。他不仅仅告别了德先生，而且开始猛烈批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德先生在中国的命运也渐渐不济。相较之下，赛先生虽然也出现过危机，但总体上还是个好命的主儿，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经历了种种跌宕起伏。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中国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期间不乏对赛先生的推崇，科学文化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纲领。从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认识到科学技术对发展边区建设、保证物质供给的重要性，到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解放区建立起的各种科学机构，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拥有了自己的科技思想和科技政策，开展了一些急需的科技活动，为配合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军事斗争做出了贡献，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新中国建立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也不忘赛先生给我们带来的恩德。这点从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战略目标中即可看出：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赛先生在之后的日子里与新中国发展同步，一路平步青云，从“普及科学思想，破除封建迷信”到妇孺皆知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直至后来的“科教兴国”、“科学发展观”，赛先生在中国的这些年是越过越滋润，也越过越丰富，愈发地贴近中国国情，成为一种具有历史价值的科学精神，贯彻于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和未来发展之中。
不可否认的是，赛先生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曾经以错误的形象被人认识，但这不能改变他带来的精神始终是我们最犀利、最根本的武器。今天的科学发展观已经超越了五四时期对科学的理解，打破了历史的局限性，本着“创新”、“以人为本”、“实践”的原则不断前行。最初赛先生满腔热血地来到这片土地，有着他历史的必然性，而之后因此而蓬勃的科学思想和发展科技的精神也对国家发展有着长久的意义，这在今天看来依旧是珍贵有价值的。二十一世纪的赛先生又多了人文精神的色彩，在胡锦涛总书记社会主义荣辱观中的“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和“统筹兼顾”科学发展的道路上进入了新的更高阶段。
在赛先生已经坐着神舟七号开始在太空漫步的今天，回首望去他在中国的这些年，我们看到了科学带给我们的真正意义在于精神启蒙，他刻画了中国近现代走过的每一个脚印，时至今日依旧是我们前行的方向。当然最后也不得不要提一下他的朋友德先生，虽然赛先生过上了和谐的好日子，德先生却一直处境不利，不仅学界争议频繁，在政界更是疑虑重重，在某些时期被严加看管，时常冷不丁被欧美国家揪出来质询，不过近年来情况有所好转。我们衷心憧憬着赛先生能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不断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前进，也期盼他的朋友能早日迎头赶上，好让赛先生的日子不那么寂寞。
